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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吲哚作为一种典型的氮杂环芳烃化合物，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吲哚具有

一定的生物活性，是一种新型种间及跨界的信号分子。研究发现，吲哚不仅可以调节微生物的毒性、耐药性、生

物膜形成以及群感效应等生理生化行为，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和防御系统的形成过程，还能够影响动物的肠道炎症、

细胞氧化压力及荷尔蒙分泌等生理健康。因此吲哚在微生物代谢、动物健康和植物生长等多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

色，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及生态学双重意义。文中综述了吲哚从生物代谢到信号传递的研究历史，及其在微生物种

内或种间以及微生物-动植物之间跨界的信号传导与调控作用的研究进展，旨在为揭示复杂环境中吲哚生物代谢

及信号调控的生物学意义与生态学机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 吲哚，氮杂环芳烃化合物，种间信号，跨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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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ole, as a typical N-heterocyclic aromatic compound, is widespread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 growing 

number of researches have proved that indole is a new interspecies and interkingdom signal molecule with certain 

biological activities. Indole could regulate virulence, biofilm formation, antibiotic tolerance and quorum sensing of 

bacteria. Indole not only modulates plant growth and defense system, but also affect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and hormone secretion in animals. Hence indole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diverse aspects such as microbial 

metabolism, human health and plant growth, holding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oth in biology and ecology. This review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indole from biological metabolism to signal transmission, the current knowledge on indole as an 

intercellular and interspecies signal of microorganisms, and interkingdom signal between bacteria and plants or animals. 

This review will help to explore the biological significant and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indole metabolic and signal 

regulation in complex environment. 

Keywords:  indole, N-heterocyclic aromatic compound, interspecies signal molecule, interkingdom signal molecule 

作为一种典型的含氮杂环芳烃化合物，吲哚

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微生物与动植物的生理生

化过程会伴随着吲哚的产生，研究表明，包括大

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霍乱弧菌 Vibrio cholerae

在内的约有 150 种细菌能够在体内色氨酸酶的  

作用下合成吲哚，动物肠道中吲哚浓度可高达   

1.1 mmol/L[1]。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吲哚不

仅仅是单纯的氮杂环化合物或代谢物，更是一种

新型种间及跨界的信号分子。自然生境中吲哚的

广泛存在使得其生物学意义及归趋受到广泛关

注，成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等诸多

领域的热点化合物。  

近年来，研究人员证明了吲哚在微生物代谢、

人类健康及植物生长等多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吲哚能够调节微生物的生长状态与存活率，

影响细菌的耐药性、病原菌毒性、孢子形成和细

胞分裂等多种生理生化行为，并对微生物群落中

生物膜的形成、群感效应以及极端环境适应能力

等生物功能有显著影响[2]。对于植物而言，吲哚

与其生长发育和防御系统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3]。

吲哚也与人类常见疾病如肠道炎症、神经系统疾

病及糖尿病等密切相关，并能够调控动物细胞的

氧化压力以及荷尔蒙的分泌[4-5]。不难看出，吲哚

在自然生境中具有生物学与生态学双重意义，其

生物代谢及信号机制成为环境微生物学、生态学

以及人体健康等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与难点。本

文将重点对吲哚作为新型种内、种间及跨界信号

分子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对该领域的研

究方向进行展望。 

1  从生物代谢到信号分子的研究历史 

吲哚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7 年，美国病理学家 Theobald Smith 发现大肠

杆菌 E. coli 和霍乱弧菌 V. cholerae 可以合成大量

吲哚[6]，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的持续关注。Wood

等在 1947 年提出吲哚是微生物代谢色氨酸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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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产物[7]。而后 1972 年，Watanabe 等提出这一过

程经由微生物体内的色氨酸酶 TnaA 所调控[8]，即

色氨酸在微生物体内由 TnaA 代谢为吲哚、丙酮

酸和氨。代谢得到的吲哚分子由于其具有疏水性，

可自由扩散通过细胞膜，或由 Mtr 或 AcrEF 蛋白

转运至微生物体外[9]。截止 2015 年，共有 150 种

革兰氏阳性菌和革氏兰阴性菌被报道可以产生吲

哚[1]，但目前尚未发现真菌可以合成吲哚。 

作为一种典型的含氮杂环芳烃化合物，吲哚

被广泛应用于医药、染料及各类化工行业中，在

焦化废水以及畜牧废水等难降解废水中大量存

在，并会通过各种工业废水或废物的排放进入到

自然环境中[10]。因此在环境领域，吲哚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其作为含氮杂环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途

径。自 1928 年 Gray 首次报道氧化吲哚假单孢菌

Pseudomonas indoloxidans 降解吲哚以来[11]，研究

者们对不同菌株降解吲哚的化学途径进行了探

索，虽然降解途径各有差异，但大都遵循吡咯环

氧化开环途径。迄今，已报道的吲哚降解途径主

要有 3 种，即邻苯二酚途径、邻氨基苯甲酸途径

及龙胆酸途径[12]。笔者团队关于吲哚降解及资源

化开展了数年的研究，分别筛选出了 10 余株具有

吲哚降解能力的菌株，对苯酚羟化酶、萘双加氧

酶、吲哚加氧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构建了吲

哚资源化体系[12-15]。2017 年，笔者团队首次证实

菌株贪铜杆菌 Cupriavidus sp. SHE 降解吲哚遵循

好氧代谢中比较罕见的辅酶 A 途径，而非双加氧

酶和龙胆酸代谢途径[13]。吲哚转化方面，研究表

明一些常见的芳烃代谢加氧酶如萘双加氧酶、细

胞色素 P450 加氧酶及黄素单加氧酶等，会氧化吲

哚生成靛蓝、异靛蓝、靛玉红等高附加值产物[14-16]。

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着吲哚在自然

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而忽视了代谢过程的主宰  

者——原核或真核生物，是否也同时受到吲哚的反

作用。研究表明，芳烃代谢途径是代谢交换因子的 

重要资源，在微生物与微生物、微生物与动植物相

互作用关系中发挥着前所未知的生物学作用[17]。不

难看出吲哚的种间或跨界信号作用机制将成为新

的研究增长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因

此，揭示基于吲哚的“合成&降解&转化”的物质交

换过程的生态机制，对于生态学及环境污染控制

领域都是极其关键的。 

虽然微生物合成或降解的现象已经被发现超

过了 100 多年，但是吲哚这一分子的实际生物学

作用在近 20 年才逐渐被深入研究。1993 年 Gerth

等 首 次 提 出 吲 哚 是 橙 色 标 桩 菌 Stigmatella 

aurantiaca 的自诱导剂后[18]，许多研究小组逐渐

开始对吲哚的多种生物学功能进行研究。1999年，

吲哚首次被认为是大肠杆菌潜在的自诱导剂[19]，

紧接着在 2001 年，吲哚被确认是一种能够激活

astD、gabT 和 tnaB 等基因的细胞间信号分子[20]。

研究初期，关于吲哚是否为细胞间信号分子这一

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争议，然而，更多

的研究证明了吲哚满足了细胞-细胞信号分子的  

4 个标准[21-22]：1) 吲哚主要在对数生长期产生，

在稳定期大量累积[20]；2)大肠杆菌等微生物能在

体外累积，且尽管吲哚具有疏水性，能扩散穿过

细胞膜，但研究证明 AcrEF、Mtr 蛋白作为特定

的识别器分别负责了吲哚的进入与排出[9]；3) 吲

哚可调控细胞分裂等生理活动，且不同浓度吲哚

影响效果不同[23]；4) 吲哚产生的信号引起了超出

代谢或解毒信号所需的生理变化，也会对吲哚降  

解菌生物膜的形成与细胞分裂等生理活动产生影

响[24]。吲哚作为新型种内、种间及跨界信号分子，

在微生物及其群落间相互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2  吲哚是种内及种间信号分子 

2.1  吲哚调节微生物的生理状态 

吲哚作为信号分子，能够控制微生物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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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功能，如提升质粒稳定性[25]、参与细胞的生

长与分裂过程[26-27]、影响抗生素耐受性[28-30]及细

胞膜的形成[26, 31-33]等，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产

吲哚菌株 E. coli 和 V. cholerae 中 (表 1)。此外近

年来，吲哚也被证明可以增强 E. coli 在恶劣条件

中的存活率。Lai 等证明了 E. coli 在厌氧条件下

能产生吲哚，降低了硝酸盐厌氧呼吸过程中代谢

物的毒性[34]。Liu 等则发现外加低浓度的吲哚能

够提升敲除色氨酸酶的 E. coli 在高温条件下的存

活率[35]。除了 E. coli 和 V. cholerae 以外，吲哚也

可以影响其他产吲哚菌，如抑制蜂房芽胞杆菌

Paenibacillus alvei 和 橙 色 标 桩 菌 Stigmatella 

aurantiaca 的耐药性孢子的形成[36]，提升植物内

生病原菌 Pantoea ananatis 在营养匮乏条件中的

存活率[37]等。在自然环境下的复杂微生物群落中，

微生物之间能够相互妨碍或利用对方产生的信号

分子。研究证明，E. coli 分泌的大量吲哚会被其他

菌株如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 Burkholderia cepacian 

G4 羟化生成羟基吲哚，且反向调控 E. coli 生物膜

的形成[26]。由此可见，吲哚对产生吲哚产生菌和

非吲哚产生菌的生理作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非吲哚产生菌也能够响应产吲哚菌分泌的吲

哚分子，一些非吲哚产生菌则会编码一些加氧酶

进一步降解或者转化吲哚生成吲哚同系物。此外，

吲哚也控制了非吲哚产生菌的多种生理活动 (表

2)，如抑制细菌群感效应 (QS)，影响毒性蛋白的

表达及多种菌株之间的粘合因子等[38-46]。吲哚能

够影响群落生物膜的生成，如能够抑制由固着生

物膜形成的蓝藻水华 [43]，减少绿针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chlororaphis 的生物膜形成[37]等。除

此之外，吲哚也会调整其他不产吲哚菌的抗生素

耐受性，如铜绿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恶臭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putida、根癌农杆菌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等[23, 38, 45-46]。吲哚也可

以通过抑制细胞黏着行为和抑制毒素产生来降低

不产吲哚病原菌的毒性，例如，吲哚被证明能够

阻止真菌病原体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黏

附在线虫肠道上皮细胞[42]，吲哚还能够减少线虫

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表

达毒性色素[44]。尽管如此，关于吲哚对于非产吲

哚菌的生理影响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有待进一步

的探讨。 
\  
 

表 1  吲哚对于大肠杆菌的典型生理影响 

Table 1  Typical functions of indole in Escherichia coli 

 现象 作用机制 文献

生物膜 吲哚增强菌株生物膜形成 色氨酸酶缺失降低生物膜形成能力 [24] 

吲哚抑制生物膜的形成 影响调控群感响应蛋白 SdiA 进而影响生物膜 [26] 

通过多元胁迫抗性蛋白 YcfR 诱导吲哚合成及生物膜的形成 [32] 

热激蛋白 IbpAB 导致的内源性氧化胁迫会提高吲哚生成 [33] 

生物膜调控基因 bssR 和 bssS 参与了吲哚的跨膜运输 [31] 

生长 高浓度吲哚可逆的抑制了细胞的分裂 调控 SdiA，抑制细胞分裂启动子 ftsQ2p 的表达 [26-27]

质粒稳定性 吲哚能够通过调节细胞分裂调节子提高质粒的稳定性 [25] 

存活率 耐酸性 提高耐酸系统 (谷氨酸脱羧酶) 相关基因的表达 [26] 

厌氧硝酸盐呼吸 吲哚和呼吸产生代谢物反应生成硝基吲哚衍生物 [34] 

高温条件 温度影响了 tnaA 基因表达，提升了在 50 oC 条件下的存活率 [35] 

耐药性 上调多药外排泵的相关基因的表达，提

高菌株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 

通过双信号调控系统 BaesR/CpxAR [28] 

激活转录因子 GadX [29] 

通过 SdiA 调控多药流出泵基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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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吲哚对于非吲哚产生菌的生理影响 

Table 2  Functions of indole in non-indole production bacteria 

主要作用 作用机制 菌属 

群感效应(QS) 抑制了群感信号分子 AHL-调节的色素沉着，从而抑制了群感效应 Chromobacterium violaceum[38] 

Pseudomonas chlororaphis[38] 

Serratia marcescens[38] 

抑制了群感效应，进而抑制了生物膜的生成 Pseudomonas aeruginosa[39] 

通过抑制 QS 调节蛋白的折叠，抑制了生物膜的生成 Acinetobacter oleivorans[40] 

吲哚会上调群感淬灭酶 Moml 的表达 Muricauda olearia[41] 

生物膜 调节膜、流出泵等相关基因的表达，促进生物膜的生成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23] 

通过刺激转录因子，诱导生物膜的形成 Candida albicans[42] 

形成了固着生物膜，抑制了蓝藻暴发  
Microsystis aeruginosa[43] 

诱导细胞 Ca2+外排泵，抑制生长以及生物膜的形成 Pseudomonas chlororaphis[38] 

毒性因子 通过刺激转录因子，诱导毒性的产生 Candida albicans[42] 

葡萄球菌黄素和溶血素的减少，导致了毒性的减少 Staphylococcus aureus[44] 

抗生素 

耐受性 

对基因进行调节，促进抗生素耐受性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23] 

调节流出泵的活性，提升抗生素的耐受性 Pseudomonas putida[45] 

Pseudomonas aeruginosa[39] 

氧化应激反应及外排泵活性提升了抗生素的耐受性 Salmonella typhimurium[46] 

 

然而大量的实验证明，吲哚的生理学作用与

不同的实验对象以及环境条件息息相关：E. coli 

S17-1 tnaA 突变体减少了生物膜的形成，而添加

吲哚后菌株则恢复了菌株生物膜形成[47]。相反的

是，吲哚会减少 9 种非致病性 E. coli (BW25113、

BW25113 bhsA、BW25113 bssR、BW25113 bssS、

BW25113 tnaA、ATCC25404、JM109、TG1 和

XL1-Blue) 以及致病性 E. coli O157: H7 生物膜形

成[26]。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吲哚生理功能的矛盾

性有可能是归因于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实验条件的

差异性。Mond 等提出信号网络应当适应群落的发

展程度，即信号分子吲哚的产生应当对整个微生

物群落有益[48]。因此，可以推测产生吲哚的细菌

可能会使用吲哚来抵抗其他原核或真核生物，而

非吲哚产生菌则通过降解吲哚抵御这种影响。吲

哚作为细胞-细胞间重要的信号分子，对于吲哚产

生菌和非吲哚产生菌的作用机理和作用结果可能

都是有区别的。因此，吲哚在复杂微生物群落的

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索。 

2.2  吲哚的生理学作用机制 

在 E. coli 中的转运蛋白 Mtr 以及外排蛋白

AcrEF-TolC 参与了吲哚的跨膜运输[21]。而吲哚是

一种疏水性物质，吲哚穿越细胞的行为也可以不

在转运蛋白的参与下自发完成。当吲哚跨越细胞

膜时，会导致细胞膜电位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发

挥调节作用。信号分子的调节方式有两种，分别

为持久性和脉冲信号。E. coli 在细胞分裂或生长

时，其体内会产生吲哚浓度的短暂升高，即瞬时

脉冲[26,49]。这一现象说明，吲哚是一种离子载体，

高浓度的吲哚会通过调节细胞膜的电势阻止   

E. coli 细胞的分裂，从而进行应激性的保护。此

外，吲哚对于细胞膜、质粒稳定性和酸性条件耐

受性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吲哚能够调节病原菌的

感染过程。吲哚被证明了能够调节病原菌的毒性

蛋白的表达，如吲哚通过下调 P. aeruginosa 的毒

性相关基因的表达[39]；与之相反，吲哚会促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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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性大肠杆菌毒性相关蛋白  (如 EspAB) 的分 

泌[50]。而对于更多的致病菌，吲哚的调控作用与

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 

吲哚分别从药物外排泵及持留菌的生成两方

面对菌株的抗生素耐受性进行调节。首先，吲哚

能够通过影响大肠杆菌的药品流出泵及抗氧化保

护机制从而对大肠杆菌的抗生素耐受性进行调

整。吲哚可以通过影响两种物质信号传导系统 

(BaeSR 和 CpxAR)，进而诱导大肠杆菌异型生物

质外排基因的表达[27, 50]，大肠杆菌也会在抗生素

存在的条件下产生更多的吲哚。吲哚诱导了鼠伤

寒沙门氏菌 Salmonella typhimurium 的外排泵系

统 (AcrAB) 的转录调节器 RamA，进而提高了菌

株耐药性[46]。此外，吲哚被证明能够增多大肠杆

菌耐受抗生素的持留菌的形成[51]。然而，相反的

是，它也被报道过能够通过影响磷酸二酯酶 DosP

降低了环磷酸腺苷浓度，以及增多表达降解色氨酸

酶所表达的 mRNA 的毒性蛋白 YafQ，减少了 TnaA

蛋白的表达，进而减少耐药性持留菌的形成[52]。 

2.3  吲哚是一种新型群感效应信号分子 

吲哚作为信号分子的作用更加明显体现在吲

哚对于群体感应 (QS) 的调控作用。群感效应指

微生物能够感知种群大小并相应调节对应生理活

动的能力，而细菌则会生产多种群感效应分子，

如酰基高丝氨酸内酯 (AHLs)、自体诱导物Ⅱ类分

子 (AI-2) 等，并利用这些分子来影响孢子形成、

生物体发光、毒性因子的产生等。与 AHL 的群感

效应调节功能正相反，吲哚能够作为 AHL 信号分

子群感效应淬灭剂，在微生物中广泛传播。研究

证明，0.5–1.0 mmol/L 吲哚便可破坏紫色色杆菌

Chromobacterium violaceum 、 粘 质 沙 雷 氏 菌

Serratia marcescens、铜绿假单胞菌 P. aeruginosa

和绿针假单胞菌 P. chlororaphis 中的群感效应[38]。

吲哚会使菌株中群感效应控制基因的差异表达，

如吲哚引起了许多分子伴侣和蛋白酶编码基因上

调使得 AqsR 蛋白折叠受到抑制[40]。除此以外，

吲哚也被证明会与群感效应响应蛋白相互影响。

SdiA 是大肠杆菌中可与群感信号分子 AHL 相互

作用的响应蛋白。研究表明，在大肠杆菌中基于

吲哚和基于 AHL 的信号传导之间会相互影响。虽

然 SdiA 活性已经被证明会被 E. coli 产生的吲哚

所抑制[26]，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吲哚可以与任何

SdiA 同源物 (或 SdiA 本身) 结合。另外，能够与

AHL 结合的 TraR 蛋白可以不受吲哚影响，但不

含AHL的TraR蛋白在吲哚存在下发生错误折叠[53]。

这表明群感效应调节器需要同源信号来稳定，但

它们的折叠会受到吲哚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

群感效应。尽管如此，吲哚的受体系统以及该化

合物作为信号分子在微生物及群体协调行为中的

作用尚需要进一步证实。 

研究证明，吲哚和 AI-2 信号分子的作用机制

相仿，但作用往往截然相反[18]。吲哚和 AI-2 均是

较为少见的能够对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菌

共用信号分子。与 AHL 系统不同，目前尚未发现

直接与吲哚或 AI-2 结合的 LuxR 型蛋白，受体系

统需要进一步研究。大肠杆菌在趋化实验中趋向

于 AI-2 信号分子，而受到吲哚的排斥[54-55]。AI-2

能够增加大肠杆菌的运动性，而吲哚则会减弱大

肠杆菌的运动性[54-55]。在 37 ℃，AI-2 发挥的基

因调控作用更加显著，而吲哚最优作用温度则是

30 ℃[56]。探索 AI-2 和吲哚两种信号分子如何在

自然环境中的作用机制是极其重要的。 

在环境污染控制领域，吲哚长期被认为是一

种典型的氮杂环污染物，研究大多集中于污染物

降解方面，而在环境生物技术中的实际应用尚且

欠缺。近年来，群感效应在环境水处理生物反应

器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57]。而吲哚能够

干扰典型群感效应信号分子 AHL 的表达及作用，

又与 AI-2 分子有着相似的基础性质和不同的作

用效果，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群感效应淬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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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I)[2]。在水处理环境工程中，吲哚是否能与

AHL 分子以及 AI-2 分子进行联合调节环境工程

中的微生物群落，从而应用于膜污染控制、污泥

性能调节等水处理工程中，是值得验证的。 

3  吲哚的跨界信号调控 

3.1  吲哚跨界信号调控植物与微生物、动物间

的相互作用 

吲哚是典型植物次级代谢产物之一，天然花

油中就含有一定量的吲哚。植物体内合成吲哚最

为常见的途径是莽草酸途径[12]。莽草酸在植物体

内的莽草酸激酶 (KS) 作用下，生成 3-吲哚磷酸

莽草酸，经过系列酶促反应后被代谢成为 3-吲哚

磷酸甘油，最终 3-吲哚磷酸甘油被色氨酸合成酶 

(TSA) 催化为吲哚。吲哚进一步被植物体内的色

氨酸合成酶 (TSB) 生成 L-色氨酸，在植物体内

被催化为各种吲哚生物碱，调控植物的各种生理

活动。此外，部分植物会释放多种吲哚等挥发性

有机物来吸引植食性昆虫的天敌或寄生蜂，以免

受侵袭 (图 1)。草食性动物的攻击会刺激玉米中

磷酸盐裂解酶的表达，促进植物体内吲哚-3-甘油

及吲哚的排放，进而启动一系列的防御体系[58]。

植物释放的吲哚不仅仅会对自身起调节作用，更

会作用于周围的同种或异种植物，引起植物挥发

性萜烯的释放和茉莉酸 (JA)、脱落酸 (ABA) 的

产生，增强植物对外来害虫与真菌的抵抗力[59]。 

土壤微生物产生及降解吲哚的一系列行为也

对植物的生长及根系发育有着一系列的调控作用 

(图 1)。根际微生物产生的吲哚也能够剂量依赖性

地提升白菜幼苗的活力指数和鲜重[60]。吲哚通过

与植物生长素、细胞分裂素和油菜素类固醇激素

通路相互作用，从而刺激拟南芥的生长[3]。除了

吲哚以外，微生物会合成一系列吲哚衍生物，如

吲哚-3-乙酸、吲哚-3-丁酸等，均为常见的植物生

长调节剂[61]。其中，吲哚-3-乙酸不仅仅会影响寄

主植物生理活动，也可以整合进入细菌复杂代谢

网络，调节细菌自身基因表达与生理代谢，作为

跨界信号参与植物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62]。不同

吲哚衍生物可能对植物生长有着不同的影响，因

此进一步了解吲哚及其衍生物在根际微生物和植

物中的调节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植物-微生物

相互作用关系。 

3.2  肠道微生物产生的吲哚参与了动物生理

调节 

动物的汗液、尿液以及排泄物中均含有较高

浓度吲哚，如人体消化道和排泄物中的吲哚浓度

可达 0.25–1.1 mmol/L，是动物肠道和排泄物中臭

味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是因为动物体肠道中含有

大量产吲哚的肠道微生物 (图 1)。代谢组学研究

表明，肠道内微生物的存在决定了哺乳动物循环

系统中吲哚类物质的存在，并参与到肠道共生菌

群的建立过程中，进而影响如病菌感染、肠道炎

症和糖尿病等人类疾病[4]。此外，吲哚能使肠道

上皮细胞联结更加紧密，并增加细胞抗炎因子在

人体 HCT-8 细胞中的分布[63]。肠道微生物产生的

吲哚甚至会对小鼠的大脑兴奋性产生负面影响[64]。

肠道微生物也能够通过产生吲哚，影响宿主的内

分泌 L 细胞，调节肠促胰岛素肽 GLP-1，进而影

响宿主的生理代谢活动[65]。同时，吲哚也被认为

是一种芳烃受体 (AhR) 的自然配体和激活物质[66]，

AhR 是人类体内由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参与调

节人体中芳香烃物质的生物反应，从而影响体内

免疫响应并调节多种异生素代谢酶 (如细胞色素 

P450 等) 的表达。肠道微生物还会将吲哚转化成

羟基吲哚、甲基吲哚、硫酸吲哚酚和靛红等各种

吲哚衍生物，这些物质在动物血液、周围组织、尿

液甚至脑组织中的浓度可达到 0.01–0.2 mmol/L[2]。

2018 年，Mathilde 等的研究证明，肠道微生物产

生的吲哚进而被氧化生成神经抑制剂靛红、羟化

吲哚等衍生物积累于小鼠大脑，导致了运动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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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剧下降。研究者同时比对了人类微生物宏基

因组数据库中的色氨酸酶，得出体内肠道微生物

倾向于产吲哚的人更易于产生焦虑和情绪障碍的

结论[64]。人体肝性脑病和帕金森疾病往往伴随着血

液中的氧化吲哚及尿液中靛红的含量的下降[67-68]。

吲哚-3-乙酸则被认为能够减弱肝细胞中细胞激

素调节的脂肪的形成，对非酒精性脂肪肝有着潜

在的有益调节作用[69]。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吲哚

丙酸则被认为是Ⅱ型糖尿病发展的潜在生物标记

物[70]。可见，吲哚类物质与人体健康有着十分密

切的联系，仍需要深入研究。 

吲哚及其衍生物也会直接影响昆虫的行为，

如 5-碘代吲哚会导致线虫体内细胞巨大化而死 

亡[71]。除此之外，昆虫如蚊子和蝴蝶等，也能够

识别微生物或植物产生的吲哚，由于吲哚的独特

气味，吲哚的受体在这些物种之间广泛存在 (图

1)。吲哚来源于色氨酸的代谢过程，因此吲哚对

于各界的物种来说是一种营养物质色氨酸存在位

置的提示，动物可以基于吲哚进行代谢调整[2]。

昆虫会受到吲哚气味的吸引，线虫会更趋向于捕

食产吲哚菌[72]。可见，微生物代谢吲哚并转化生

成吲哚衍生物对于动物的生理代谢功能有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的探究。 

4  展望 

随着吲哚的研究逐渐从作为典型污染物的生

物降解向微生物种间及微生物-动植物间跨界信

号传导机制研究转变，吲哚的生理学及生态学的

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吲哚不仅仅单纯参与

了细菌的耐药性、病原菌毒性、细胞分裂及极端

环境适应能力等多种生理生化行为，更是微生物

群落中整体调控的一种潜在信号分子[73]。吲哚也

能够调整动物的生理行为与健康状态，影响植物

的生长与防御机制，在自然系统中有着无可替代

的价值[62,64]。对于吲哚跨界信号调控机制的研究

意味着信号传导打破了种属的限制，更多关注于

自然系统的整体信号调节作用。 

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 关

于吲哚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产吲哚菌、两株菌

之间、或单一微生物与昆虫之间的简单体系，而  

 

 
 

图 1  吲哚作为跨界信号分子在生态环境中起到的作用  

Fig. 1  Functions of indole as interkingdom signal molecule in nature. ① : indoles produced by 

intestinal microorganism influence the physiological behavior of animals or human health; ②: indole producing 

bacteria and indole non-producing bacteria exchange metabolites in microbial communities; ③: there are indoles in 

plants and rhizobacteria which influence the growth and defence behavior of plants; ④: indoles produced by plants will 
modulate the behavior of insects and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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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类新型信号分子置于复杂环境中的研究较

少；由于吲哚在自然系统中的广泛存在，吲哚能

够对自然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发挥信号作用，

然而仍缺少对于吲哚跨界发挥作用的完整论述，

将吲哚与其他信号分子相联系起来，探究多种信

号分子在体系中的协同与拮抗作用，有助于解析

信号分子在生态环境中发挥复杂作用。2) 吲哚本

身就是多种药物的核心骨架，且吲哚能够调节共

生菌群的各方面生理状态，进而能够对动物健康

产生影响，可见吲哚在肠道共生菌群的研究中不

可忽略，但现有的研究尚不足。将吲哚类跨界信

号分子对共生菌群建立的影响与人体健康相结

合，可以更好地揭示肠道共生菌群与人体健康之

间的有机联系。3) 此外，作为新型信号分子，吲

哚在实际中的应用有待开发。吲哚具有群感效应

淬灭的作用，能够减少生物膜的形成，有代替抗

生素作为抗菌剂的潜力。此外，吲哚作为一种群

感效应相关的信号分子，在水处理领域对于减少

膜污染、调节颗粒污泥的形成过程、调节活性污

泥的性能等方面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可见，从更多方面对吲哚信号分子的生理学

作用进行考察，同时对复杂环境中吲哚信号分子

的产生-传递-降解过程深入讨论，将有助于解析

吲哚类物质的生态学意义及其在生物工程领域的

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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